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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论从哲学理论上还是从艺术形式上考察，悲剧都是对现实人生苦难的关怀

和反省。悲剧的精神意识包括悲剧性的生存意识、悲剧性的斗争意识、悲剧性的主体意识、悲

剧性的激情与悲剧性的超越意识。悲剧的美学意义指向的是构筑一个充满对人性和苦难关

怀的社会、一个真正充满自我反省和自我建设的全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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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始终贯穿在人类的生存里，不论地域和种族、政体和国度、职业和年龄、远古和现今，悲剧构成了我

们人类生存的组成部分。从最原初的个体悲剧( 族类悲剧或者国家悲剧) 开始，悲剧的生命意识和悲剧的精

神探求始终是人类各种文化中的一条鲜明的主线。面对生存悲剧，便有了关于悲剧本身的提问: 悲剧的客观

性是怎样的? 悲剧的存在和发生具有哪一种形态? 悲剧的主观性是怎样的? 对悲剧的解释有什么意义? 悲

剧性的人是什么? 悲剧能被消解、调和并最终被克服吗? 这些提问构成了对悲剧性生存的意识。而对以上

提问所展开的探究构成了悲剧知识、悲剧理论和悲剧艺术。每个个人都会考量自己个体性的悲剧，每个民族

都会思考自己民族性的悲剧，每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悲剧文化与悲剧艺术。由此，悲剧成为涵盖生命存在意

义上的与喜剧因素相对待的另一面相、另一因素和另一认识。就悲剧切入艺术和审美而言，悲剧成为具有自

身意义规限的艺术范畴和美学范畴。但是，人类何以需要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悲剧揭示出的人性的深度和

人性的真实、内在于悲剧的情感性质和情感的状态等仍然是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而由此涉及到的中国传

统艺术和审美方式缺乏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问题则是一个关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性结构及其精神指向

重新给予认识的重要问题。

一

对内在于生存的悲剧性的自觉探究必定切入对生命的存在与非存在、生命存在的真实性与虚妄性、生命

存在的幸与不幸等诸因素所形成的肯定生命和否定生命的两方面因素的认识。当生命存在处于最底层、最

黑暗、最冷酷、最孤苦、最迷失、最傍徨、最罪恶、最无正义、最无价值、最无根由、最恐惧、最扭曲、最苦难、最虚

无……就是说，当生命存在处于一个“最”低之处，即生命的否定因素占据了生命存在的全部时，生命存在便

是悲剧性的。在这个否定层面上，生命清晰地触及了生存的不幸与苦难及其抗争。生命的悲剧意识就是自

觉意识到了生命存在的否定方面，这个否定方面是生命存在的必然部分。但仅仅达到对否定因素的意识还

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对否定因素的揭示、认识、抗争、扬弃和克服，从而使生命存在具有肯定方面的精神

诉求。生命存在的两个方面在相互对立中认识彼此、规定彼此、加固和深化彼此。生命的悲剧意识包含了生

命的否定因素对肯定因素的自明诉求。没有对生命肯定因素的自明认识，否定因素所形成的生命悲剧还不

是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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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个生命存在的最低处充满了什么呢? 充满了精神本身的对立斗争、行动本身的对立斗争。斗

争是悲剧的界标，这个最低处就是一场赤裸裸的价值征战。诸种斗争内在于精神自身，精神斗争形成了精神

苦难，基于诸种斗争的精神苦难构成了悲剧意识的核心。精神苦难的根源在于诸种对立的价值之间的斗争。

把精神斗争付诸行动，生命通过自身的行动造成对立两极的更加扩大化的纠缠错结，再通过不可避免的必然

性造成更大的破坏。行动斗争展示了命运所携带的必然性厄运和性格所蕴含的致命性缺陷造成的失败。没

有行动，就没有命运的显露; 没有命运的显露，就没有必然性的厄运和致命性的性格。行动造成了纠结的悲

剧情节。行动把生命直接带入悲剧的低层使之破坏使之毁灭，使得对立性的价值在肯定和否定之间游走并

使之对立使之冲突。斗争、苦难、行动三者使悲剧永远成为波澜壮阔的剧场。

悲剧中的“我”是谁? 苦难里的“我”是谁? “我”的恶和善、恨和爱、卑微和伟大、自我毁灭和自我坚持、

怯懦和勇敢都根源于什么? 善是“我”的生命的最高本质吗? 发源于生命根源的爱是“我”的本质的最高形

式吗? “我”在种种对立的两极之间无休止地寻找“我”的本质的最高形式，追问“我”的本性，试图知道“我”

是谁、“我”何以这样、“我”的人性何以如此。“我”寻找种种对立两极的价值界限，确定“我”的生命之树只

能扎根于“我”的精神和行动的斗争中。悲剧意识直接关联着这些提问，悲剧的提问最大程度地指向了“我”

的本性的自觉探究———一种认识自我存在和本质的渴望，一种把握自我思想和情感的祈求。在自我拷问、自

我寻求与自我毁灭、自我拯救之中创造一条自我更新之路，新人和新思想、新情感、新血液应运而生。悲剧的

提问及其求解给出了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的基本状况: 悲剧纯化了自我追求，强化了自我行动，深化了自我

意识，使自我本质大白于世界。因此，悲剧的提问及其求解具有浓烈的哲学意味。

在精神斗争与自我新生之中充满了激情。激情挟持着一切悲剧因素，创造出一个属于悲剧的情感力度。

悲剧的激情里蕴藏着不可见的东西，包含着着魔的力量、原始的本能、喷张的血脉、情欲的冲动、心灵的呐喊、

狂暴的行为、强力的意志、难以用理性测量的感情。这些都是悲剧人物的苦难和斗争赋予的，是生命的肯定

性和否定性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加强而激发出来的。这些内容充溢于悲剧人物的精神世界，冲破事物的表象，

撕裂道德的伪饰，打破肤浅的平静，击碎僵而不死的思想教条。这些内容所释放的能量就是悲剧精神的力

量，因此悲剧是人类的本能、欲望、情感、意志、理性及其行为模式的综合表现形式。

分裂和冲突的人性渴望实现统一，被善与恶、爱与恨、是与非、灵与肉、真实与谎言所纠缠不清的生命渴

望获得清晰，被撕扯的心灵渴望在各种对立之上获得终极的和谐。分裂和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分裂和冲突里

孕育的统一与和谐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在悲剧中，人和自己、和他人、和自然、和世界最终会达到统一

与和解。这里指涉的就是悲剧的超越。悲剧的超越指向的是一个终极的统一被实现、一个终极的和谐被达

成的精神建设和人性更新的可能性。而这个指向未来的可能性使得一切悲剧因素都具有着非凡的意义: 深

重的苦难、艰苦卓绝的斗争、顽强不屈的意志、不可阻挠的行动、痛苦的呐喊、哭泣的眼泪、满腹的仇恨、血腥

的杀戮……。这个指向未来的可能性成就了悲剧中的所有力量，使人性趋向完善，生命趋向广大，精神趋向

神性。而悲剧的这种达到最后的和谐与统一的人，其内心没有羞耻，没有傲慢，没有仇恨，也没有蔑视，其精

神意识超越了任何差别意识和等级意识。悲剧人物是伟大的人物，就是因为这个指向未来的可能性使人把

人所具有的品质和力量发挥到极端程度。人不是神，无论他本人是善是恶，是满怀善心还是渺小丑恶，他的

反抗、他的固执、他的狂妄促使他成为伟大的恶。他的坚忍、他的爱又提升他到善，甚至他寻找着通向公正而

善良的神的道路。悲剧显示了超然于善恶之外的人的伟大。伟大是悲剧精神的特质。

悲剧包含着精神不朽和人性更新的秘密，包含着异常的激情和混杂不清的感情，包含着绝对的恶与深重

的罪，包含着对生命存在的肯定因素，包含着由人性升华到类似神性而产生的善与爱。悲剧探测人性潜在的

极限并在已开发的人性范围中作更高的提升。悲剧的提升使得悲剧中的苦难不再只是日常生活的困苦，而

是人性和世界的根本败坏，通过无知、罪孽、混乱、残暴、丑恶，人性从有到无、从无到有、从沉沦到反省、从反

省到反抗、从反抗到斗争、从斗争到建设、从建设到更新、从更新到提升，在苦难中建设、更新人性，在激情中

升华壮大爱和悲悯、关怀和救助，直到人性和世界的败坏得到根本的认识、改造，使得生命存在的肯定因素成

为人性和世界的基础。悲剧的一切因素都在悲剧中被纯化、被提升了，由此，经过悲剧而懂得悲剧的人生，才

是真正的人生，经过悲剧而懂得悲剧的民族，才是坚强的民族。朱光潜先生在谈及希腊悲剧时这样说: “悲

剧所表现的，是处于惊奇和迷惑状态中一种积极进取的充沛精神。悲剧走的是最费力的道路，所以是一个民

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一个民族必须深刻，才能认识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又必须坚强，才能忍受。较弱的心

灵更容易逃避到宗教信仰或哲学教条中去，但希腊人却不是那么容易满足于宗教或哲学，他们的心灵是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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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向多方面追求的心灵。他们面对着宇宙之谜时，内心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正是这种内心

冲突产生了希腊悲剧。”①

二

中国传统艺术和审美中的悲剧及其悲剧精神是一个已经被反复讨论了的问题。在当前全球性多元文化

的交流和融合加速的时代，在当前大力推进中华文化复兴、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文化强国的时代，重新审

视中国传统艺术和审美失却悲剧精神的问题仍有重大意义，因为这关涉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向现代转型

的问题。

中国传统艺术和审美精神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严重缺失，即缺失人的本能、欲望、潜意识、性欲、情欲、私

欲、梦魔、幻觉这些人性中和生命里最为基本的感性官能欲求和原始冲动的内容。这一层面的缺失直接导致

了人性中那种动物性原始本能的盲目、黑暗、欲望的恶、情欲的焚烧和撕杀、潜意识的无明和荒诞、梦魔的怪

异和恐惧、幻觉的变形等诸多情感内容的缺失，从而传统艺术所创造的人性结构很少能触摸到那种原始本能

与感性欲求所蕴涵的毁灭性和攻击性的狂暴力量而形成的情感的激情状态。传统艺术所表达的情感是儒家

的“尽善尽美”“温柔敦厚”的“中和”情感，道家的“自然寂寞”“虚静素朴”的“自然”情感，释家的“空明澄

澈”“圆融自在”的“平和”情感。激情状态被消除了，来自激情的精神超越和灵魂净化成为空白。人性冲突

的沟壑被填平了，种种对立的两极被解除了，悲剧被取消了。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论就会发现，因为

“情”“欲”是“性”的表现和展开，“情”“欲”蕴含了现实的恶，恶是“情”“欲”必有的内容，而“性”是先验的

善，因而，要保证人性之善，就要从“情”“欲”入手剥离恶和假，在剥离恶和假之中往往就消解掉了整个的

“情”“欲”因素。整个人性论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人性的善，从中国古代哲学的心性论看，“欲”和“情”

不是人的真实本性，恰恰相反，“情”“欲”遮蔽了人的真实本性，只有消除它们才能够见到真实人性。由心性

论到境界论要通过功夫论，而无论哪家哪派的工夫论和境界论都是“情”“欲”被涤荡后的一片宁静的和气。

问题是人性失去了“情”“欲”的维度和内容还是现实的人性吗? “自性”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超越，标志着人

性的完满和自在; 而饱满的激情、激情的高峰体验所导致的内在的精神超越和情感净化标志着人性的完满和

自由。“自在”和“自由”有很大的区别，根本的区别在于“自由”是个体意识对自我作为主体的全部承担，

“自在”是个体意识对自我作为主体的全部弃绝。清除了“情”“欲”也就清除了精神内部对磨难和苦难的情

感体察以及人性内部对恶的深刻洞悉。

从艺术和审美来看崇高感和悲剧感，不论主题和形式如何，其内在的情感状态必定是激情的状态，激情

所实现的是裹挟世界万物于胸中的不可遏止的情感的昂扬和激越，是深入魂魄的巨大的精神震撼，甚至是带

有暴力的抗争、决斗、攻击和毁灭。激情的极端状态和情感的深度就可直接、当下地逼入人的本性里去。悲

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就是以现实的人性和人生的矛盾、冲突、不幸、苦难、死亡等悲剧为内容而展开的对真

实人性和人生的体察和追问，而凡是被塑造的悲剧人格，都必定纠葛在各种欲望、情感中。情感的复杂性和

深刻性决定了精神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从而实现对现实人性的考量与现实苦难的关怀。悲剧人格必定是现

实人性和人生的对立、矛盾、纠葛、冲突、苦难的返照。由悲剧看现实，由现实看悲剧，悲剧给予的是一个全面

逼近人性深度的可能性、全面接近精神苦难和现实苦难的可能性。

悲剧比其他艺术形式都更大程度地把人性所涉及的情感纠葛和冲突、人格所指向的价值观念的冲突和

斗争毫无遮拦地展现出来。灵与肉、情与理、身与心、真与假、善与恶、实有与虚无、理想与现实、光明与黑暗、

正义与不公……等等的剧烈冲突和纠葛成就了情感的厚度、深度、强度，从而使悲剧具有了精神的震撼力量。

亚里士多德解释古希腊悲剧的精神时，强调悲剧的情感净化性质和功能; 尼采解释古希腊悲剧的精神时，强

调悲剧的“酒神”力量所形成的情感饱和的“醉”感，在激情剧烈的激荡中，获得的是精神的“形而上慰籍”;

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也反复谈及这一层面，他认为，礼乐传统的框架对情感本身作了这样的规限: “从一

开始，华夏美学便排斥了各种过分强烈的哀伤、愤怒、忧愁、欢悦和种种反理性的情欲的展现，甚至也没有像

亚里士多德那种具有宗教性的情感洗涤特点的宣泄———净化理论。中国古代所追求的是情感符合身心和社

会群体的和谐协同，排斥偏离和破坏这一标准的任何情感( 快乐) 和艺术( 乐曲) 。音乐是为了从内心建立和

塑造这种普遍性的情感形式，这也就是‘乐从和’的美学根本特点。”②“奔放的情欲、本能的冲动、强烈的激

81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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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 第 1 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2 页。



情、怨而怒、哀而伤、狂暴的欢乐、绝望的痛苦、能洗涤人心的苦难、虐杀、毁灭、悲剧，给人以丑、怪、恶等等难

以接受的情感形式( 艺术) 便统统被排除了。情感被牢笼在、满足在、锤炼在、建造在相对的平宁和谐的形式

中。即使有所谓粗犷、豪放、潇洒，也仍然脱不出这个‘乐从和’的情感形式的大圈子。”①

因此，李泽厚非常强调屈原所开出的“屈骚传统”的重要性。由于屈原以自绝的方式把情感的力量和深

度体现了出来，“情”被屈原开掘出空前的精神深度，“情”的种种冲突、矛盾、困顿实质上是对社会黑暗和不

义不公的呼告和反抗，这成为了突破儒家和道家心性论框架的突破口。屈原“在文艺上，决定选择自杀所作

的诗篇达到如此高度成就，是罕见的。诗人以其死亡的选择来描述，来想象，来思索，来抒发。生的丰富性、

深刻性、生动性被多样而繁复地展示出来。是非、善恶、美丑的不可并存的对立、冲突、变换的尖锐性、复杂性

被显露出来，历史和人世的悲剧性、黑暗性和不可知性被提出来。”②“这情感不同于‘礼乐传统’所要求塑

造、陶冶的普遍性的群体情感形式，……正是这种异常具体而个体化的感情，给了那‘情感的普遍性形式’以

重要的突破和扩展。它注入‘情感的普遍性形式’以鲜红的活的人血，使这种普遍性形式不再限定在‘乐而

不淫，哀而不伤’的束缚或框架里，而可以是哀伤之至; 使这种形式不知是‘乐从和’、‘诗言志’，而可以是

‘怆快难怀’，‘忿怼不容’。这即是说，使这种情感形式在显露和参与人生的深度上，获得了空前的悲剧性的

沉积意义和冲击力量。”③《离骚》表达了屈原悲剧性的情感世界中的对立、冲突、矛盾、厮杀甚至毁灭; 透过

悲剧性的情感力量，《离骚》开拓了对苦难的关怀和对正义的呼唤。

李泽厚以“屈骚”的情感深度和力量重新阐释了魏晋风度所蕴含的美学精神，“屈与儒、道( 庄) 渗透融

合，形成了以情为核心的魏晋文艺———美学的基本特征。而时代动荡，苦难连绵，死亡枕藉，更使各种哀歌，

从死别到生离，从社会景象到个人遭遇，发展到一个空前的深刻度。这个深刻度正在于: 它超出了一般的情

绪发泄的简单内容，而以对人生苍凉的感喟，来表达某种本体的探询。即是说，魏晋时代的‘情’的抒发，由

于总与对人生———生死———创造的意向、探询、疑惑相交织，从而达到这样的高层。”④但魏晋风骨始终没有

完全具有悲剧范畴的悲剧性质，始终没有悲剧的超越因素，而是在悲情的慨然和哀伤中寻求精神超脱。

“情”本身的力量最终被消解在生命的保全和精神的逃脱中，没有淋漓尽致的内心冲突，没有精神的自我锻

造和对苦难本身的决然反抗，没有精神斗争中的自我成长，最终魏晋时期的“人的觉醒”是有限度的。“庄、

屈、儒在魏晋合流，铸造了华夏文艺与美学的根本心理特征与情理机制。……正因为在这个合流交汇中，有

易、庄的牵制，华夏文艺便不讲毁灭中的快乐，不讲生命的彻底否定，没有从希腊悲剧而来的尼采哲学的那一

套。”⑤

即使是在中国走向近代社会而在人性结构中出现“本能”、“情欲”的时候，也缺乏自我精神的波澜壮阔

的斗争，缺乏从精神的冲突中创造一个全新的自我主体。考量传统戏剧，悲剧的人物和人格的真正冲突和斗

争是极为有限的，很难有精神世界的自我斗争和自我更新。宗白华对此的认识是这样的:“中国人感到宇宙

全体是大生命流动，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

术境界都根基于此。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又往往

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

里并不缺乏那雍穆和平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从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而为莎士

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造诣。”⑥

中国传统艺术和审美的人性结构由于失却了情欲、本能因素的冲荡和升华，便也失去了与现实人性和人

生的深切关联。这决不是艺术表现形式的问题。没有一个“情”“欲”深度、厚度、强度对人性和精神的支撑，

悲剧是不可能存在的。对苦难的解脱和对苦难的抗争是区别悲剧的基本标尺，斗争中实现的是批判式的超

越，解脱中实现的是自欺式的超然。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里，对尼采悲剧理论的精神实质是忽略

的，而接受的是叔本华悲剧理论对人生的欲望的解脱义。李泽厚重视屈骚一派，在对中国古代传统精神的划

分问题上给出四派，其中屈原成为必要的一派，因为他认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情感力量的表现深度是由屈原开

拓的，但是屈骚一派并没有开出真正的悲剧精神。

悲剧所包含的人性各种两极的斗争决定了其情感的深度，也决定了其精神的升华。中国传统哲学和艺

术的心性论剔除了强烈的情感和原始的本能情绪，决定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平和、平淡、虚灵的特征，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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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对人性境况和现实苦难的理性反省。为什么中国艺术往往引人向现实妥协或从现实逃避，即鲁迅说的

“沉静”下去而难于唤起一往无前的反抗精神，为什么中国虽有灿烂的艺术，但却缺乏真正的悲剧，其根源与

心性结构缺失悲剧性情感这一层面有着直接关联。只要能调和，悲剧性就彻底消解了。

三

基于悲剧的精神特质，还有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继续深入探究: 第一，关于悲剧的审美问题。在一定意

义上，悲剧的审美是反审美的，因为它的核心揭露了对苦难的关怀和人性的反省，这在审美意识的愉悦性上

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审美愉悦会导致对苦难的淡漠。悲剧是苦难的纪念，悲剧首要的是对苦难的反省、斗争。

悲剧的审美只要有可能导致精神的淡漠而非精神的壮大，悲剧的伟大因素只要被忽略，悲剧的审美便是存在

问题的。审美的平淡是悲剧审美的敌人。第二，悲剧与民族精神及其现代性建设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尼采

已经作了细致的论析:“如果德国人在其寻找回到失去的家园之道路的努力中竟然失去勇气的话，而他又忘

记那些回家的熟路，那么，他惟有听听那盘旋在他头上并将指示他一条道路的狄俄倪索斯的鸟叫声了。”①同

尼采提出建设现代性德国悲剧艺术和现代性德国民族精神的重大问题相当的是，李泽厚基于对中国传统思

想史和美学史中所揭示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入研究，力图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进行

现代性转换的创造，提出了基于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上的心理本体尤其是“情本体”的现代性人性结构的建

构。他说:“中国人更满足于天人合一式的肉体和心灵的大团圆，重视的是愉悦、宁静。其最高境界不是那

山高谷深的心灵的追求苦痛、死的自我折磨……‘天行健’‘人性善’容易漠视人世苦难和心灵罪恶，沉沦在

大团圆的世俗，从诗文到哲学，中国都缺乏那种对极端畏惧、极端神圣和罪恶感的深度探索。因此，如何可能

吸收、消化西方文化的这方面，……使中国人的心灵变得更为丰满、富足和更有力量，成为自给自足的个体，

使差异性、独特性更发展和更显要，而不只停滞在人伦、社会或自然的和谐合一的情志上，确是重要问题。”②

通过对悲剧的精神意识分析，反观我们传统哲学和艺术的心性论对于情的规限所造成的悲剧精神的失

却，其意义在于唤起人们对文化建设和文化教育中的悲剧文化和悲剧艺术的重视、对悲剧精神的培养和教育

的重视。悲剧精神总是直面悲剧境况从而改造悲剧境况，总是指向一个真正对人性有基本认识的心灵，一个

真正有自我建设的人生，一个真正充满对苦难与正义关怀的社会和国家，一个幸福一些的、和谐一些的、正义

一些、比较温暖、比较光明的生活和世界。

( 责任编辑: 周文升 wszhou66@ 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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